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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长达几千年历史的统一多民族的农业大国,人们往往忽

视了以乡村精英引领的乡贤文化在乡村社会发展中起到的内生权威及其使乡村社会得

以稳定与有序发展的作用.当前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乡村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
亟需通过新乡贤文化的重构和现代乡村精英的培育,恢复和强化乡村权威与秩序,继承

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以推动乡村治理创新、探索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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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需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这是社会发展

进步的基本前提和保障.然而,秩序的维护又必须依赖于权威的力量,这种权威

不仅仅是来自于上层的国家力量,也离不开上下合力.换言之,一个社会的稳

定,一定是通过内生的权威才得以实现的.城市社区如此,乡村社区亦然.在我

国的乡村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类乡贤群体,他们始终是乡村民众心目中的精英代

表,始终是带动村民前行的引领者和效仿偶像.国家的意志和乡民的夙愿正是

通过这样一批人在传递、在博弈,从而推动了乡村的发展.一直以来,中国始终

被认为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更有“一片散沙”和“一袋马铃薯”等称谓〔１〕.事

实上,在评价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历史时,中国土地广袤的农村和曾经占有

８０％以上人口的农民,在这一历经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小农经济形态下的农民狭隘保守、目光短浅、缺
乏向心力和自主性的负面存在,更应该研究中国农民另外的特性:中国农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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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长期以来正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个体农民和农户虽与国家、民族存在一定的隔阂,然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

的乡村精英却始终扮演着将农民与国家、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的重要角色,乡村

精英所代表的乡贤文化,形成了有其地域特点但又具有民族共性的乡村文化与

精神.乡村精英犹如黏合剂,有了乡村精英的作用,即如同中山先生之比喻,中
国农民也该是一团团的泥土而并非一粒粒的沙子〔２〕.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的农

村,面对人口疏离凋敝、空心化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困境.在原有的集体所

有制所形成的过于集中的僵化的乡村治理体制被打破以后,目前的村民自治制

度尚处在不断成熟和完善之中,现实乡村社会尚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惟其如

此,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存在,都证明了需要一种精英的力量承载乡村的变迁和建

设.从来国家对于乡村的治理都是通过民间精英的治理实现的,乡贤正是起到

这类作用的.在历史变迁中人的社会角色不断转换,乡村精英和乡贤的角色构

成也有所变迁,但是这样一种传承中的乡村精神和号召力始终存在.

一、乡贤与乡贤文化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诠释

(一)乡贤文化的历史演进

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
是传承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

部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农业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这样

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蕴含了乡村社会丰富的生产与生活经验,同时也积累了

乡村秩序得以维持和稳定的治理智慧.乡贤文化正是在这一丰厚的乡村社会土

壤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应该说,乡贤文化是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经验的

结晶.“乡贤”是乡贤文化的集中代表和体现,既是封建农耕文化的一种产物也

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乡村精英群体.其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历程,可谓超越朝

代更替与社会变迁而源远流长.
最早的乡贤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部落,特指一些拥有一定资历和威

望的长者,在部落中自然承担起教化先民和传授经验的任务.随着人类社会变

迁,乡贤群体在不断成长,其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也趋于增强.“乡贤”在«汉语

大词典»中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３〕因而传统乡贤应该具备如下特

征:一方面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包括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以及才学

出众、品行高尚的人或是某地区的名门望族等.同时,由于他们的品德才学垂范

乡里,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和权威.另一方面,乡贤往往在其乡里对于文化知

识的传播、经济上的救助以及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方面做出贡献,因此在维护乡

村秩序和道德教化上,为民间风清气正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而深为村民所推

崇敬重.由此看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乡贤所推崇的善行、义举等美

好品格的弘扬得以在乡村社会传承和拓展,因而乡贤文化是一种乡土气息浓厚、
正能量彰显的优秀文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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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着诸多承载着历史上悠久传统文化的乡村.例如,黄海之滨的连

云港朝阳镇刘巷村是元代杂剧«窦娥冤»原型故事的发生地,这里的村民祖祖辈

辈都在讲述着流传千古的“汉东海孝妇”周青感人的孝行故事.坐落在刘巷村附

近的东海孝妇祠堂和“东海孝妇传说”,在２０１４年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汉代著名学者、汉元帝时期宰相匡衡“凿壁偷光”的勤学苦读故事也发生

在刘巷村.据史志记载,刘巷村古称巨平村.海州知州廖世昭１５２２年修«海州

志»云:“匡衡凿壁偷光,在巨平村中,至今传为匡里”〔５〕.正是这些孝德文化传

统,至今成为浇灌刘巷人精神世界的源泉.而安徽黄山脚下的歙县是徽州文化

的核心发祥地,乡贤名流世代绵延,饱含浓重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在中国思想史

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学派“程朱理学”,其主要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

理学集大成者婺源朱熹祖籍都在歙县境内,因此歙县被称之为“程朱阙里”.程

朱理学有关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以及读书好学、倡导“诗书人家”的
风气都成为徽州文化的主要元素.同时歙县还以文房四宝的“徽墨”“歙砚”以及

徽派古建筑而著称.不仅如此,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著名画家黄宾虹都

是歙县人士.江苏江阴市徐霞客镇是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故乡,他游历遍

访祖国名山大川探索自然的徐霞客精神,令其家乡人几百年来引以为自豪.上

述以乡贤精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淳风良俗,是我中华祖先留下来的

宝贵遗产,也是当今农村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
(二)传统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

中国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王朝与乡村的关系,一方面是皇权至高无

上,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另一方面“天高皇帝远”
“皇权不下县”,又是皇权对于县以下乡村社会运行的干预有限性的写照.中央

政府除征收赋税及维持基本社会治安外,乡村事务管理主要是由乡村自治来实

现的.〔６〕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社会,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和信息技术有时

极端落后,那么历代统治者又是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统治的呢? 费孝通认为,帝制

中国的政治结构是由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个层次构成的,即“双轨制”.从中

央到县的各级政府代表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权,然而“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基层事

务主要由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威负责,国家政权很少干涉.〔７〕这个拥有地方性

权威的士绅阶层就是乡村精英抑或称之为乡贤群体.这部分由乡贤构成的乡村

精英人物,由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源(地主)、学识(功名科举)以及宗族领袖地

位等而具备了强大的地方社会实力.一方面,通过在乡里的架桥铺路、赈济救

灾、创办学堂等善行义举,乡贤精英获得了当地乡民的信赖.另一方面,他们在

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又起到承上启下之作用.传统的乡贤士绅是历代统治阶级

在基层社会的最佳代理,而同时又代表了乡村社区的利益与政府抗衡与博弈,使
得乡贤成为乡村的实际统治者,林语堂曾形象地称之为“无形之政府”.这样,其
一层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层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从而形成了“皇
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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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伴随着时代的脉搏,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破坏与建

设,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尽管历经磨难,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不同类型

的乡村精英生成,他们作为在国家和乡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具有重要的地位与

作用,包括征收赋税、维持秩序、政令信息上传下达,成为中介者.因而杜赞奇将

他们形象地称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经纪人”(brokerage).〔９〕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乡村变革,真正实现了对乡

村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控制,从而成功地克服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乡村土豪劣绅鱼

肉乡里、中饱私囊形成的乡村治理的“政权内卷化”(stateinvolution)〔１０〕.
(三)乡贤文化的现代诠释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所谓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乡村

治理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体制,但是乡村精英在农村社会发展中,仍然起着社

会稳定和带头人的作用,即这种内生性权威的力量在中国乡村始终存在.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乡村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

的减租减息,内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以及之后的农业集体化、人民公

社等一系列群众运动,随着人民的当家做主和贫苦农民的翻身,传统的乡贤精英

的政治优势已经被曾经的边缘人物贫下中农等新型政治精英所取代.
文革十年极左路线曾经使得诸多传统乡村文化遭受浩劫,例如祠堂庙宇被

毁、纪念民间乡贤的塑像、器皿以及谱牒古籍和墓碑雕刻等被打砸抢烧.但是人

们心目中的英雄豪杰和做过贡献的乡村精英的事迹,却在民间留存下来,世代相

传.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摧残与终结,而事实并

非如此,新的乡贤文化和乡村精英所起到的内生性权威始终对乡村治理起到积

极作用.例如连云港朝阳镇的刘巷村不仅有历史悠久的乡贤文化,同时又曾经

是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大社优越性”的地方.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正是中国农业生

产合作社建立之初,这一运动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激发了农民进一步组织

起来的愿望.１９５３年春天,当时的刘巷村村民张一洪、杨琴亭以常年互助组为

基础,由１５户贫农和一户下中农组建全市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前进合作

社.前进社建立起来后,制定了有关制度和章程,在生产中,充分发挥了“组织起

来”的优越性.１９５３年冬,入社者达１３２户.１９５４年冬,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入
社农户达５７８户,注册土地达到２２３公顷,占全乡耕地面积的８８％,前进社一跃

成为一个大社.这件事很快被上报党中央,由此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重视.毛主席看过原文件,随即提笔将标题«社越大优越性越大»改为«大社的优

越性»,接着洋洋洒洒写了２５９个字的«按语»,该文章后来收入«中国农村社会主

义高潮»一书,«按语»收入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１１〕这无疑是新时期乡村精英

自下而上反映农民意愿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的一个有效契合.在人民公

社时期,又有江苏省委关于“社学朝阳”的号召,据说当年上百面奖状和锦旗挂满

了村委会(生产队)办公室.在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重要的历史时期,刘
巷村都曾经创造过辉煌.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代有责任感的乡村基层干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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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乡间走出去的优秀人才,薪火相传.这部分人始终是中国农村稳定发展的

内生权威力量.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洗礼的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

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层面得到改善,在科学技术、文化水准、思想观念以及民主

法治意识等方面的素质都得到了提升.现代乡贤文化正是在乡村社会变革的过

程中不断历练成长起来的.由于当代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不同于

传统乡村社会的质的变化,因此,当代乡贤群体的构成要素也必须予以重新界

定.他们不再是封建礼俗熏陶下的乡绅阶层,当代乡贤主要是指正在或曾经生

活在乡村的各个领域的具有杰出成就的精英群体.具体而言,这一群体主要包

括乡村中的致富能手、英雄模范人物、离退休人员、德高望重的社会知名学者、各
类专家等.这部分人具有以下特点:他们都是各行业的成功人士、时代精英;具
有熟练的专业技能、先进的管理经验、勇于开拓进取和创新的精神;而更重要的

是这些社会精英即使远在他乡,也对家乡怀有割舍不断的情愫,不忘乡情乡愁.
因而采用不同方式反哺家乡,将自己的财富、智慧、能力用以帮助和推动家乡建

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贡献力量,这成为现代乡贤的一大共同点.这一点既

有现代新乡贤精英特色,又有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的历史传承.

２０１６年３月底,太仓市城厢镇东林村文化广场举行了苏州市第一个“乡贤

议事厅”的揭牌仪式.其主题为:倡导乡风文明、调解村民纠纷和致力于乡村公

益事业.这种乡贤治理的创新模式,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的东林村的探索.早

在２００７年,为应对乡村治理出现的诸多问题,经过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东林村把

思想觉悟好、创新理念强、群众威望高的３０名党员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党员

议事小组”,成为村委会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同时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管理.东林

村党员议事会成员大多是本村退休的基层干部或村民中的先进分子,这些人具

有不同于一般村民的远见卓识、才能和经验,相当于目前学界所称的“新乡贤”
“乡村精英”.而更有意义的是村民对于他们的信任,愿意将自己的权利让渡于

这些能为大家说话、办事,处于第三方立场的人.东林村的党员议事会避免了由

于普通村民的素朴和短见而导致的失误,为村民争取到更多好处,也为后来成立

的“乡贤议事厅”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以乡贤文化引领的乡贤精英

参与乡村治理的一个典型模式.

二、当代乡村治理困境与权威秩序亟待重构

(一)农村社会治理弱化与内生性权威的缺失

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农民告别了饥饿和平均主义大锅饭.
曾几何时,家庭联产承包制唤起了人们投入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村民自治制度使

农民学会了行使民主权.但是社会在不断发展,乡村治理也面临新的问题.其

一,由于农村社会生产力低下,有限的土地资源和低效的劳动生产率严重影响农

民致富奔小康,因此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和经商,寻求发展.不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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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形成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家庭.大面积耕地因老、
弱、病、残无力耕作而撂荒,就连每年一次的村民代表大会都难以召开,村民自治

主体面临虚化和弱化问题.其二,目前,我国农村基础建设资金主要依靠村社自

筹,但除了部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之外,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集体经济都比较

薄弱,由于缺乏集体经济的基础和资金筹集困难,导致农村各项社会化服务和公

共事业难以为继.其三,农村腐败问题.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非

法买卖乡村土地,侵占、截留集体财产,贪污征地补偿款等,正可谓“苍蝇式”腐
败.由于“苍蝇式”腐败数额远远小于“大老虎”,往往不被重视.但是长此以往

在乡村造成极坏的影响,农民对乡村自治的权威性信赖下降,甚至危害党和政府

在农村的执政权威.〔１２〕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威是组织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也
是建立有序社会的政治基础.作为政治学范畴的概念,权威不同于权力,权威是

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两者的实质性区别是强制服从和自愿服从.
因此权威概念中又含有威望、威信的含义.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其内生性权

威力量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国家的意志必须通过健全完善的乡村

基层组织的权威力量得以实现,传统乡村社会的乡贤治理模式无疑具有内生权

威的特征.〔１３〕当前,部分乡村所面临的村民基层组织的弱化,实际上正是乡村内

生权威流失、乡村传统文化断裂所导致的.
(二)乡村精英人物流失,村民缺乏凝聚力与向心力

精英理论形成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是 G莫斯

卡、V帕累托、R米歇尔斯.他们试图从社会精英,特别是政治领导人和杰出

人物来揭示政治系统的实质和运行规律.因此,只要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有精

英的存在,有组织的运行就必然有权力精英.如前所述,中国的乡村精英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传统的乡贤就是乡村精英人物.虽然不同的历史

时期乡村精英构成不同,但大致都具有一个共性,即他们都是不同时代的经济能

力和政治实力较强的村庄领袖.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乡村崛起了一批经

济能人,以他们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取得了成就,同时为家乡做出了贡献,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能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受到村民的欢迎.然而当前乡村精英人

物流失十分严重.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浪潮汹涌而至,随着人们思想观

念的改变和对于致富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大批农民走出乡村,加速城镇化的同时

也带走了农村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据统计,２０１１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

村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５１．２７％;而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到

７４９１６万,所占比例则升至５４．７７％,并且这一趋势仍将继续维持下去.农村人

口的流失,随之产生了“有房无人住、有田无人种、有家无人守、有老无人养”等诸

多问题.与乡村人口疏离和空心化同时存在的问题是乡村中有才能、有本事的

年富力强的人口的流动和外出,使得许多村委会干部老龄化,甚至后继无人.
(三)传统道德文化迷失,精神信仰危机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是一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乡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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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儒家文化对整个封建帝制时期的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

于传统乡村社会,“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想也极为盛行.人们对于儒家伦理

文化遵从信仰、言传身教、世代延续,成为一种灵魂的归宿和精神的寄托.在此

过程中,乡村绅士们事实上承担着向百姓进行道德说教的责任,这其中包括“重
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讲礼仪”等传统道德伦理,用以涵养乡村风

气,形成千百年来中国农村浓厚的乡情和社会关系.但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

代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却面临着危机和挑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金钱和物

质利益的诱惑下,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世俗的价值观无情地冲击了传统儒家文

化曾经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对于成长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中青年一代,各种

诱惑以及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不确定性以及道德伦

理观念的缺失,也造成了更多的社会风险性.〔１４〕乡村黄、赌、毒事件屡见不鲜,乡
风日下而令人堪忧.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心灵却找不到归宿.因此,只有新的乡

村优良文化传统的回归和乡贤精英群体的重构,才能促进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

重建,才能使乡村重回风清气正之局面.

三、相关对策与展望

如前所述,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国度里,尽管历经磨难,
但是乡村社会始终呈现出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持续的平衡与稳定状态,乃至

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世代继替.这与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的存在

及其发挥着秩序与权威的维系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当今新的乡贤文化

所具有的内生性权威和凝聚力,必将引领中国乡村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因此,重
构乡贤文化,培育乡贤精英群体,对于当代乡村社会秩序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１．挖掘和弘扬传统乡贤文化,唤起民众对乡贤的权威认同.中国古代有许

多优秀的乡村精英,曾经建功立业,为国家或为家乡做出贡献,这些名人义举应

在当代社会加以弘扬.安徽歙县通过县志、村志、族谱等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
将古今乡贤以及包括“孝悌仁心”“善道睦邻”“德行传世”“修身奉公”等具有道德

伦理价值的族训家规编辑成书,传承优秀家风.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连云港市朝阳镇的“东海孝妇”不仅是一个文化品牌,而且对当地的社会风气

产生重要影响.在乡民中出现了众多孝德之家,尤其是孝顺公婆的媳妇.弘扬

传统文化,还需要修缮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庙宇、祠堂等古建筑,例如包公祠、岳飞

庙,一方面供后人学习崇尚,形成世代相传的优秀的乡贤精神和良好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开拓和提升其影响力.

２．整合现代新乡贤力量,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成立类似于乡贤理事会等组

织,也可称之为监督委员会等.发动本地区的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

工、企业家等参与乡村社会公益事业,为家乡发展出谋献策,并对村委会组织起

到监督作用.在南京市六合区的官塘赫村,有１０位事业有成的能人,他们回到

家乡,通过集资开挖河塘,发展水产业,建房屋办起农家乐和餐饮业,帮助村民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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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和建设美丽家园.由于这些农民企业家拥有长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历练的经

验和智慧,因此给村民带来可观的收益.

３．建立一支新型基层干部队伍,起到村庄领袖的作用,以加强村民的凝聚力

和认同感.现阶段的基层工作者必须以乡土精英的标准进行培育,他们身先士

卒,热心为人民服务正是对乡民最好的带动和引领.在现实乡村中许多优秀的

先进模范人物,都是长期被村民信赖和托付的新乡贤代表,起到核心和权威的作

用.鉴于目前乡村精英和优秀人才的外流,乡村基层干部队伍后继乏人的现实

问题,应采取有效的方法,实施新乡贤精英培育与成长工程,包括吸引有为青年

回乡创业,乡土企业家反哺家乡等,为建立长期稳定的乡村基层组织创造条件,
开辟创业的平台,增强他们在乡村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４．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和加强法制化建设.乡贤文化是乡村治理的软实

力,而重构乡村权威与秩序也离不开法律与制度的建设.首先,针对当前农村

“苍蝇式”腐败,必须通过政策法规从根本上遏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严厉

打击贪污不法行为和灰黑恶势力,杜绝乡村腐败现象.建立起得民心顺民意的

农村基层组织,唯有如此才能在农村起到团结村民的引领和核心作用.其二,在
乡村树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如连云港的刘巷村村委会组织村民每年评选一次

孝顺公婆的孝媳,并且在会上交流先进经验,化解各种家庭矛盾和纠纷,让孝文

化带动乡村建设,值得借鉴.其三,通过建立各项村规民约和进行法制教育,使
得村民有规章可守循、有榜样可效法,建成山青水秀、风清气正、遵纪守法的乡村

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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